
 
Beijing City Lab 
 

 

Wan L, Jin Y, 2013, Introduction to urban spatial policy models: New approaches for 

quantitative urban studies. Beijing City Lab. Working paper # 21 

 

 



国外应用城市模型发展回顾与新型空间政策模型介绍  
International Review on Applied Urban Modeling and New Trends of 

Urban Spatial Policy Models  
 

万励1 金鹰 1 
 

摘  要： 城市模型（urban model）是对城市空间现象与过程的抽象数学表达，具有多系统、多学科协同分析、精

细化评估的特点。本文对国外城市模型的基本原理、主要类型，发展轨迹及最新应用进行了综述性的介绍。城市模

型作为一种科学的城市量化研究方法，为城市规划研究的多学科配合提供了良好的技术平台，有助于城市规划研究

者从城市系统的高度对复杂城市现象和过程进行量化分析与模拟；在城市规划实践领域，城市模型可以对规划政策

的社会、经济、环境影响进行综合性量化评价，帮助决策者在政策实施之前对政策的多种预期情景进行分析比较，

从而规避政策的潜在风险，在决策层面实现政策优化。通过借鉴国外新型城市模型的发展经验并尝试建立符合国情

的应用模型体系，将有力促进我国城市规划向科学化、系统化和精细化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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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ities can be regarded as complex and hierarchical system. Urban model is the mathematical abstraction of 

urban change processes and spatial phenomena. As a quantitative tool, urban model shares the mathematical, 

physical or economic principles with other disciplines thus provides an inclusive framework for multi-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 in urban studies. In terms of urban planning practice, applied urban models can simulate the 

economic,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impacts of varing-scale planning policies. Particularly the strategical 

scenario analyses for large-scale policies can help decision makers to understand the comprehensive impacts of 

the proposed policy therefore circumvent the potental planning risks. This paper categorizes the mainstream 

applied urban models according to their behavioural assumpations. The modelling trajectory and new trends in 

integrated urban modelling are also introdu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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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城市模型的基本原理及特点  
模型（model）是对现实进行理论抽象的产物。模型不仅是对现实系统结构的一种静态复制，
还能够模拟现实系统的运行机制，对各种外部或内部的信息做出反应，因而可以在一定程度内

替代现实系统，用于系统的反应模拟和预测。模型的存在形式可以是具有一定形态特征的空间

模型，也可以是广义的抽象模型。广义模型常常运用数学、物理或统计学的原理和方法，将现

实对象或系统的结构和运行机制抽象为变量和函数。这类广义模型以严谨、精确的数学或逻辑

语言描述了被观察对象或系统的构成与运行，是对现实的高度抽象，符合自然科学对于精确性、

简洁性和普适性的要求。本文所涉及的城市模型主要属于广义的抽象模型。 
 

1.1. 城市模型的基本原理  
城市模型虽然在基础理论与建模方法上各有异同，但总体来说是一组以经济学、地理学、社会

学和概率统计为理论支撑的函数公式。在系统论的指导下，城市模型将城市理解为一个由多子

系统构成的复杂层次系统（complex hierarchy），每个子系统的运行均以数学函数的方式加以
抽象化的表达。城市模型中的行为函数有多种建立方式，但总体上可以区分为经济学方法与数

理统计学方法两大类。经济学方法常以经典的一般均衡理论2（general equilibrium）作为确立
行为函数的理论依据，该理论通过设立宏观且相互关联的行为假设来描述个体共性的选择行为。

与经济学方法不同，数理统计学方法具有相对灵活的函数确定方法。该类方法一般依赖于建模

者的主观经验、运用相关性与回归分析来确定函数变量的选择及参数估值。由于缺乏严格的经

济学基础，数理统计模型一般不能直接模拟市场价格。  
 
在行为函数确定之后，城市模型在用于实际的模拟和预测之前，需要依照城市历史数据进行模

型校调（model calibration）。虽然行为函数的确定有着不同的方法，但模型校调的原理和方
法基本类似：建模者会从城市历史数据中选择一个相对稳定3的历史年，将该历史年的城市数

据作为初始输入；利用历史年的数据输入，对预先选定且数据已知的基准年进行“预测”，通

过校调模型参数，最终使模型的基准年预测结果与已知值达到建模者预设的拟合精度。在理想

的情况下，上述的模型校调过程在数据可以支持的前提下，应该尽可能多次进行。但在实际的

建模工作中，模型的校调次数往往受到数据量的严格限制，这种由于数据限制带来的模型校调

困难在城市模型研究中广泛存在。 
 
在经过校调以后，城市模型进入到预测模式，以已知的基准年数据作为初始输入，对选定的未

来年进行预测。为使模型可以更加精确的模拟城市系统的发展，国外主流城市模型往往采用递

归（recursive）的方式 (Simmonds, Waddell等, 2011)，即将整个预测年限划分为若干时间间隔，
在每一个时间间隔处，依托外部模型或外部假设对城市系统的外部条件进行更新。这些外部条

件包括宏观社会及经济政策的变化以及偶发事件。在没有外部模型的情况下，建模者可以通过

设定外部假设对宏观指标进行更新。外部假设常常反映城市发展或特定政策的期望值。设置时

间间隔并在间隔之间对模型边界条件（boundary conditions）进行更新的目的在于有些城市政
策对城市系统的影响需要较长时间的反馈期才能得以显现（参见表 1）。对于反馈期较长的规
划策略，有必要在多个模拟周期之间对市场的宏观指标进行更新，以便反映政策影响的延迟效

应（inertia effects）。 
 

反馈速率  政策类型  受影响对象  反馈期(年) 持续期(年) 可逆程度  

非常缓慢 交通基础设施

建设 

交通网络 5-10 >100 几乎不可逆 

                                                        
2 一般均衡理论 (Walras和 Jaffé 1954) 认为在完全市场竞争的条件下，存在一个整体均衡状态或一套均衡价格，使
得所有消费者/生产者实现效用/利润最大化，同时所有市场实现供需平衡和市场出清，详参见 Varian (1992, 2010)。 
3 相对稳定是指所选择的历史年中没有发生诸如严重自然灾害或大范围经济危机等偶发性事件。选择相对稳定的历
史年数据进行模型校调，可以使模型的运行更加接近正常状态下的市场运行。 



反馈速率  政策类型  受影响对象  反馈期(年) 持续期(年) 可逆程度  

土地用途变更 土地开发市场 5-10 >100 几乎不可逆 

缓慢 工业区建设 工业市场 3-5 50-100 非常低 

居住区建设 住宅市场 2-3 60-80 低 

中等 经济形势变化 就业/商业市场 2-5 10-20 可逆 

人口特征变化 人口/家庭结构 0-70 0-70 部分可逆 

快速 商业区位迁移 商业市场 <1 5-10 可逆 

居住区位迁移 居住市场 <1 5-10 可逆 

非常快速 商品/服务需求

变化 

货运物流市场 <1 <5 可逆 

机动性变化 个人出行选择 <1 <1 可逆 

表  1 城市政策影响的不同反馈速率   (Wegener, Gnad等 , 1986) 

城市模型对于未来的预测力来源于基于城市历史数据的模型校调；在对于时间的描述上，现有

的城市模型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力求实现一定程度的时间动态性4（temporal dynamics），实现时
间动态性对于描述规划政策的延迟及积累效应具有重要的意义。 
 

1.2. 城市模型的特点  
城市模型作为一种系统的城市量化研究工具，具有如下几大特征：1）多系统协同分析；2）多
学科理论支持；3）精细化评估。多系统协同分析是指城市模型的模拟对象一般不局限于某一
个特定的城市子系统，而强调各个城市子系统对于城市空间结构和个体行为的综合影响，特别

是城市土地系统和交通系统。国内学者对于城市土地与交通系统相互影响的关注和研究起步较

早 (赵童, 2000; 王缉宪, 2001; 朱玮和王德, 2003; 毛蒋兴和闫小培, 2004; 韦亚平, 赵民等, 2008; 
潘海啸, 2010; 钱寒峰, 杨涛等, 2010; 潘海啸, 2013)，但在具体的规划研究和实践中运用多系统
协同分析的案例较少。城市土地系统是城市经济活动的发生地，用地的分布与聚集程度从根本

上决定了城市的交通需求；而交通系统则通过施加空间运输成本的方式，对各种经济活动的选

址产生影响。因此，在研究多子系统共同参与的复杂城市问题时有必要充分考虑两系统之间的

相互影响。多系统协同分析是城市模型与传统城市研究方法的重要区别。 
 
多学科理论支持。城市模型作为一种强调城市多子系统协同作用的综合研究方法，广泛吸纳了

相关学科的基础理论，为模拟和预测个体的选择行为、解释经济活动与城市空间结构的相互关

系、评估政策的社会经济影响提供可靠的理论依据。多学科理论支持是实现城市模型多系统协

同分析的必要条件，也是对于城市系统固有复杂性的理性回应。 
 
精细化评估。城市模型作为一种科学的量化研究方法，能够在传统规划定性研究的基础上进一

步提高城市规划研究的准确度和精细度。例如以计量经济学为内核的空间均衡模型（spatial 
equilibrium model）能够模拟市场均衡条件下城市各空间区域内、各产业生产要素的市场价格
（包括劳动力价格、土地价格、楼面房租等）、收入分配比例和生产消费总量（包括一般商品

                                                        
4 严格的时间动态性要求模型内嵌的时间轴完全连续 (详参见 Beaumont et al. 1981和Allen et al. 1986)，但由于实现完
全连续的时间轴会给大尺度城市模型带来巨大的计算困难，因而在应用型城市模型领域尚无实现严格时间动态性的

模型。事实上，城市模型的时间表达精度应该取决于具体的建模目的，例如对于微观的实时交通模型，可能需要达

到分秒级的时间精度以实现对实时路况的模拟，而对于宏观的土地政策模型，常选择相关土地政策的修编年限为时

间精度。 



和服务、住房等）。依据特定的研究目的，城市模型还可以针对特定的市场和经济活动类型，

例如房地产开发市场和政府税收行为，进行定制化的精细模拟。 
 
2. 国外城市模型的发展轨迹与应用  

2.1. 城市模型的两大基本类型  
由于城市模型本身所具有的多系统、跨学科特点，多种模型理论和建模方法的相互融合成为模

型发展的大趋势。这种模型之间的相互融合给模型分类带了一定的困难。在本文中，基于国外

现有的模型综述文献，作者按照模型中是否存在宏观的行为假设，将主流的城市模型区分为两

大类：宏观模拟（macro-simulation）与微观模拟（micro-simulation）模型。宏观模拟模型一般
采用自上而下的方式，强调选择行为的同质性（homogeneity），即通过宏观的行为假设模拟
个体层面的选择行为。早期的宏观模拟模型一般以空间交互理论（spatial interaction ）作为行
为模式假设，其中包括经典的重力模型5（gravity model）和熵最大化理论6（entropy 
maximization）。随着微观经济学的介入和随机效用理论7的提出，基于效用的空间离散选择逐

步成为模拟个体选择行为的主流方法。宏观模拟模型通过设定全局的行为假设，规避了在个体

层面设定复杂行为函数所带来的校调和计算困难，减少了模型对行为数据的依赖和对计算能力

的要求，有利于研究者从宏观角度揭示选择行为的内在原因和规律。 
 
相对于宏观模拟模型，微观模拟一般采用自下而上的方式，强调个体行为的自治性（autonomy）
和动态性8（dynamics），认为个体依据不同的社会、经济、环境条件具有不同的行为决策方
式。这种以个体为主体的建模思路有利于模拟个体行为的自治性和动态性，但其行为模拟的精

度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个体选择规则的制定与校调。早期的微观模型因为缺乏足够的行为数据和

有效的计算工具，建模者常依据经验、运用概率统计的方法主观制定行为规则。虽然这种主观

制定行为规则的方法可以在固定的边界条件下达到与现实较高的拟合度，但当城市模型的边界

条件发生变化时，基于静态边界条件的描述性模型对于行为选择的预测能力大大减弱。随着计

算机和网络技术的发展，新兴的数据收集、处理方法和不断提升的计算能力让城市大数据9

（big data）成为可能，这为深入挖掘个体行为的差异性和解释其内在因果关系创造了新的契
机。 
 
对于这两类城市模型的优劣讨论，贯穿整个城市模型界的发展。虽然宏观模型在大空间尺度城

市规划政策的评估，特别是经济效应评估上具有优势，但受限于严格的宏观行为假设和市场条

件假设，难以实现高空间精度的行为模拟。微观城市模型由于其相对灵活的模型框架，配合大

数据的支持，特别适用于在小尺度或单一市场中以较高精度模拟个体的行为选择。综上所述，

宏观模拟和微观模拟在方法论的角度，并非两种相互冲突的建模方法，相反，它们适用于不同

的城市系统类型和层次，可以相互补充、相互支撑，共同构建城市系统模拟的模型体系，为不

同空间尺度、不同政策类型的规划决策提供定制化的模型评估支持。 
 

2.2. 国外城市模型研究的发展轨迹  

                                                        
5 空间交互模型中的重力理论来源于经典力学中的万有引力定律，假设空间中两点的交互强度（例如从居住地去某
购物地的可能性）与两点的吸引程度（例如该购物地的商品交易总额）呈正比，而与两点之间的距离（物理距离或

是折算为价格的经济学距离）呈反比（详参见 Hansen 1959）。 
6 熵最大化理论，认为在所有已知条件下，个体行为选择的概率分布应该满足熵最大化的假设 （详参见Wilson 
1969, 1970）。 
7 随机效用理论（Domencich 和 McFadden 1975）将个体对于某项选择的偏爱区分为可观察效用和以一定概率分布
的不可观察效用。基于随机效用理论的离散选择模型是量化模拟个体选择行为的经典方法，其主要发明者

McFadden教授由此获得 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8 动态性强调行为选择的时间维度，认为行为选择会受到过往经验和未来预期的影响。经济学中的投机行为是行为
动态性的典型表现。 
9 大数据现尚无准确的学术定义，但泛指超越传统信息收集、储存、分析和管理手段的巨量数据。 



在前述的城市宏观和微观模拟模型的分类之下，依据模型的建模方法和特征，还可以将现有的

城市模型体系细分为多个小类（参见图 1）。基于现有的城市模型综述10，结合图 1 的城市模
型分类，本文将国外城市模型的发展总结为三个阶段：空间交互模型和“城市土地与交通交互

模型（LUTI）”的出现，空间经济学的发展和空间均衡模型，微观模型的发展和大数据时代
的到来。 
 

 
图  1 城市空间政策模型分类  

第一阶段：空间交互模型和“城市土地与交通交互模型（LUTI）”的出现。在城市模型研究
早期（20世纪 50-70年代），大部分的研究都集中于空间交互模型。空间交互理论以经典物
理学为理论基础，将空间中两物体之间的交互可能性或交互强度，描述为由物体属性和物体之

间空间阻力构成的函数。早期城市模型对于空间交互理论的关注，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方面，

受限于有限的城市数据来源和计算处理能力，难以在个体层面实现自下而上的行为模拟，因而

采用自上而下的宏观行为假设成为了描述个体行为选择的理性替代；另一方面，受到基础自然

科学普适性观点的影响，越来越多的自然科学理论开始被引入社会科学领域用于描述和解释复

杂的社会现象，因此以重力模型和熵最大化理论为代表的空间交互模型成为早期城市模型研究

的主流。经典的空间交互模型包括：Lowry城市土地模型11 (Lowry, 1964)和阿隆索地租模型12 
(Muth, 1961; Alonso, 1964; Mills, 1967)。  

                                                        
10 较为经典的国外城市模型研究综述，请参见 Lee (1973, 1994), Allen (1997), Wilson (1998), Couclelis (2000), Waddell 
等 (2002), Wegener (2004), Hunt等 (2005), Batty (2009, 2012), Iacono等 (2008), Haase和 Schwarz (2009)。 
11 I. S. Lowry 于 1964 年为美国匹兹堡地区建立的城市土地模型是第一个具有操作性和应用性的城市空间交互模型。
Lowry模型按照经济学原理将城市经济活动的参与者划分为基础就业、零售业和家庭消费者，依据人口基数和土地
面积总额对经济活动的总量进行估算，然后运用重力模型模拟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这个经典的模型框架在后续的

城市模型研究中被不断发展延续。 
12 阿隆索地租模型以 von Thunen（1783-1850）的单中心农业模型为基础，将单一类型的农业活动扩展为多类型的
土地类型，通过描绘完全竞争假设下的城市土地竞价曲线，模拟了在单中心、均质空间条件下，各种城市土地类型

在空间中的分布模式。阿隆索模型是后续以城市经济学为内核的城市模型的原型。 



 
图  2 城市交通与土地系统的相互作用13 

伴随着空间交互理论的兴起，在城市规划研究领域，学者们开始关注城市土地与交通这两大系

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图 2）。城市土地和交通系统的相互作用可以概括为：城市土地系统通过
设定土地用途的形式，对各种城市活动的空间发生场所做出限定；由城市活动产生的出行需求

必须通过城市交通系统来实现；城市交通系统的分布与承载能力决定了城市土地的空间可达性；

这种以出行时间/距离/价格衡量的空间可达性，影响了人们的出行选择，进而对土地用途的分
布产生影响。为了描述和解释城市土地和交通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学者们提出了一种新的城

市模型类型，即土地与交通交互（LUTI）模型。虽然早期的 LUTI模型普遍采用空间交互理
论作为其理论基础，但随着其他学科理论的介入，LUTI模型逐渐变为一种典型的城市模型框
架，在后续的模型研究中被广泛应用。Lowry模型自从 20世纪 80年代被引入国内城市规划研
究界以来，经历数十年的发展 (孙晓光和庄一民, 1984; 梁进社和楚波, 2005; 周彬学, 戴特奇等, 
2013)，成为国内 LUTI模型的典型代表。 
 
第二阶段：空间经济学的发展和空间均衡模型。以空间交互理论为基础的城市模型的理论缺陷

在于其所模拟的行为选择缺乏可靠的行为理论基础 (Lee Jr, 1973; Batty, 1979) 。例如在空间重
力模型中，消费者常被假设为优先选择交通成本低、商业营业额高或“吸引力

（attractiveness）”高的购物地点。这种行为模拟方法由于没有解释个体行为选择的内在原因
而只是关注于外在结果，因而难以模拟选择行为之间的相互影响，例如收入、居住地与消费选

择之间的相互联系；另一方面，空间交互模型的精确性很大程度取决于关键模型参数的正确取

值，例如距离衰减参数14。理论上说，这类模型参数的校调需要通过实证的方式从现实中收集

个体的行为选择数据，但在早期城市模型研究中，数据收集和处理技术的限制使得参数校调大

多依赖于建模者的长期经验积累。 
 

                                                        
13 改编自 Wegener, Gnad等 (1986)。 
14 在重力模型中，距离衰减参数（transport friction parameter）常用于表征行为选择对于空间运输成本的敏感性。距
离衰减参数越大，表明出行选择对交通成本的提高越敏感。 



与此同时在经济学领域，基于计量经济学的市场行为研究和空间经济学 (Isard, 1951; Isard, 
1960) 的兴起，为从宏观角度理解经济行为规律、解释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提供了新的理论依
据和分析工具。因此空间经济学与 LUTI模型框架的结合成为这一阶段城市模型发展的标志，
这一新的城市模型类型称为城市空间均衡模型。在空间均衡模型中，城市空间常被划分为若干

个区域单元（model zones），每个区域单元都有与其地理或行政区划相一致的人口、就业、
产业、土地，房地产市场等信息。空间均衡模型的重要特征是对产业之间、区域单元之间的资

本流、货物流和人流进行同时模拟(Jin和 Echenique, 2012)。具体来说（参见图 3），在生产消
费市场中，消费者向生产者提供资本和劳动力，同时以红利和工资的形式获得收入；生产者所

提供的商品和服务，一部分作为最终商品和服务销售给消费者，另一部分则作为中间生产要素

返回至生产者，用于其他产品的生产；在房地产市场中，由生产消费市场所驱动的商业地产和

居住需求，需要由政府或开发商的房地产开发行为来提供；而房地产开发行为又受到土地供给

政策的影响。另一方面，基于 LUTI框架，生产消费市场中所需的人流与货流交换需要依赖交
通路网来实现。通过将人流、货流转换为现实路网中的交通流，所得到的运输成本信息会重新

返回生产消费市场，进而影响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空间区位选择。 
 
当生产消费市场、房地产市场、土地市场和交通市场中的供给与需求均达到平衡时，市场达到

均衡状态。依据古典经济学理论，市场均衡状态时经济活动效率最高，并且基于价格的市场供

需关系调整会不断将市场引向均衡状态。因此，空间均衡模型通过模拟各类规划政策对市场主

要供需关系和价格的影响，比较政策实施前后的市场均衡状态，实现对规划政策社会经济影响

的综合评估。 

 
图  3 空间均衡模型的典型市场结构  

早期的空间均衡模型大多为空间投入产出模型（spatial input-output model15，依照国民经济分

析中常用的投入产出表，在最终需求已知的条件下，对产业间的经济交换进行空间区位预测。

而作为空间投入产出模型的扩展，可计算的空间均衡模型（Spatial CGE model16对城市市场的

供需关系和价格均采用内生（endogenous）的模拟方式，因此 SCGE模型通过转化规划政策对
市场价格和供需关系的影响，可以更加准确的模拟整个城市市场的运行，也是现今城市模型界

对城市经济市场具有最高拟合度的模型类型。 

                                                        
15
投入产出模型是通过编制投入产出表建立数学模型，投入产出表来源于一个经济系统各部门生产和消耗的实际统

计资料，它同时描述了特定时间区间内各部门之间的投入与产出协调关系，反映了产品供应与需求的平衡关系，详

参见 Leontief (1987)。 
16
可计算的一般均衡（CGE）模型是 Arrow和 Debreu（1954）基于对市场均衡存在的证明而建立的一套计算市场均
衡状态的数学建模方法。CGE模型是对投入产出模型的扩展，可以精确的模拟市场价格和由价格变化导致的替代
效应。 



 
由于空间均衡模型具有与主流经济学分析相统一的理论构架，加上长达数十年的发展与应用，

现已成为欧美发达国家在规划政策评估领域应用最广泛的城市模型类型(Wegener和 Fürst, 2004; 
Batty, 2007; Simmonds, Waddell等, 2011; Batty, 2012)。空间均衡模型尤其适合评估大空间尺度
规划政策的社会经济影响 (Jin和 Echenique, 2012)，例如评估大型交通基础设施对于区域经济
聚集效应的影响、城市边界扩张与旧城更新项目的社会经济性评价等。著名的空间均衡模型包

括：属于空间投入产出模型的 MEPLAN 模型 (Echenique, Flowerdew等, 1990; Echenique, 2004; 
Jin, Echenique等, 2013)，以及以 MEPLAN为原型的 TRANUS模型(de la Barra, 1989; de la 
Barra, 1998) 和 PECAS模型(Hunt和 Abraham, 2005)；属于 SCGE模型的 RELU-TRAN模型 
(Anas和 Liu, 2007; Anas和 Hiramatsu, 2012) 和 RSE模型(Jin, Echenique等, 2013)。国外空间均
衡模型的实际案例研究可参见 Echenique, Flowerdew等 (1990); Jin和Williams (2002); Anas和
Hiramatsu (2012); Echenique, Hargreaves等 (2012)。 
 
第三阶段：微观模型的发展和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国外新型城市空间模型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从

第二阶段空间均衡模型向第三阶段的转化与结合。微观模型通常将城市理解为一个由层次性选

择行为而产生的即时现象（emergent phenomena）的集合 (Batty, 2008; Batty, 2012)；个体在城
市系统的各个层级所作出的行为选择，自下而上的决定了城市的系统特征。为捕捉这种个体行

为的复杂性，微观模型普遍具有较高的空间精度和明确的内生时间轴：高空间精度有助于描述

个体状态变化与周边环境条件的互动，而明确的时间轴则允许个体行为受到历史或未来的影响。

图 1所列的微观模拟模型类型包括：元胞自动机（cellular automata），行为主体模型（agent-
based models），大数据模型（big data），以及同时具有宏观、微观模拟特点的空间非均衡模
型（spatial non-equilibrium models）。 
 
元胞自动机在城市规划研究中主要用于模拟城市土地开发的时空演变。元胞自动机一般将城市

区划分为多个二维的方形网格，每一个方形（即元胞）在空间中不可移动，但是可以根据周边

元胞的状态而改变自身的状态。在此基础上，约束性元胞自动机还会对元胞的状态改变附加若

干全局约束条件，例如元胞距离最近交通节点的距离、周边服务设施的数量等等。元胞自动机

在国外的最新发展包括元胞矢量化，即以与地块形状相适应的多边形取代传统的方形网格，以

及与其他微观模型的结合。在国内，元胞自动机在城市规划和地理学领域的研究起步较早，并

且已经积累了一定的实际应用经验（黎夏和叶嘉安 1999, 2002, 2005，龙瀛等 2009），主要研
究课题包括城市形态学研究、城市发展边界预测等；国外元胞自动机的研究综述可见 Batty 
(1997, 2007)。  
 
行为主体模型的最大特点在于将个体作为行为选择模拟的主体。与前述的宏观模拟相比，行为

主体模型依据现实中的行为数据，运用概率统计学方法挖掘个体属性与行为选择之间的关联函

数，从而实现对个体未来行为的模拟。行为主体模型虽然在定义上与元胞自动机有类似之处，

但其显著区别在于元胞自动机中的“主体”是不可移动的城市地块，而行为主体模型中的主体

通常是一个个具有不同属性的人，因而是一种更为抽象和广义的建模方法。行为主体模型的主

要数据来源是街区、城市、乃至国家级别的人口、经济、交通普查数据，利用数据合成技术

（population synthesis），可以从具有一定采样率的小样本数据中合成具有全样本数量的样本
数据库(龙瀛, 沈振江等, 2011)。这一类具有大数据特征的城市人口数据库的建立，为行为主体
模型的发展和应用提供了必要的数据支持。国外行为主体模型研究的综述文献可见 Parker 
(2002) 和 Heppenstall, Crooks等 (2012)。 
 
另一类在定义上较为模糊的微观城市模型是空间非均衡模型。此类模型继承了传统 LUTI模型
的框架，以城市土地和交通系统为主要对象，但是在行为选择模拟上广泛采用自下而上的微观

模拟方法，具有一定的行为主体模型的特征。与空间均衡模型相比，空间非均衡模型因为取消

了自上而下的行为假设，可以灵活的模拟个体行为的自治性和时间动态性；但由于缺乏经济学

所提供的行为理论，空间非均衡模型难以准确模拟由市场价格驱动的复杂经济行为（例如生产



/消费选择中的替代效应）和大空间尺度的经济聚集效应。不过空间非均衡模型经由多年的理
论建设和发展，已成为城市模型领域的一个重要分支，特别是在大数据和高空间精度的可视化

技术支持下，越来越多的应用于具体的城市案例中。代表性的空间非均衡模型包括：IRPUD
模型 (Wegener, 1998)，DELTA模型 (Simmonds, 1999) 和 UrbanSIM模型 (Waddell, Borning等, 
2003)。 
 
随着信息和网络技术的不断提高，城市规划研究的大数据时代已经悄然到来。利用城市中不断

产生的海量数据，例如公交卡数据、交通监测数据、手机定位数据、社交网络数据，城市研究

者们可以更加直接的从现实数据中挖掘个体行为特征。大数据模型虽然在本文中被暂归为微观

模型的一种，但关于大数据与传统城市模型研究的关系及其意义在城市模型研究界尚无定论。

部分学者认为大数据可以为深入挖掘行为规律、验证传统城市模型中的行为理论提供有力的数

据支撑；而有学者提出“数据即模型”，认为大数据时代下传统的城市模型理论研究已经丧失

了其存在价值，呼吁模型研究重心的转移。依照城市模型界权威 Michael Wegener 教授的观点，
考虑到大数据模型作为新兴的模型类型，与传统城市模型尚处在完全不同的发展阶段，因而还

不能确定其对于传统模型的取代作用。于此同时，宏观模型与微观模型的理论边界日渐模糊，

微观模型对于空间行为的精细化、动态化模拟与宏观模型成熟的应用框架相互融合，逐渐构成

一个综合的城市模型体系。可以预见，未来的城市模型研究将逐步走向定制化、综合化和应用

化：针对具体的城市问题，依据所涉及的城市子系统种类和层级，选择合适的建模理论和方法，

对相关的规划政策的编制与决策提供综合性的评估。 
 
值得指出的是国外城市模型的发展也经历了数次高潮与低谷。例如国外城市模型界先驱

Douglas Lee于 1973年撰写的“大规模城市模型的安魂曲17”一文对 20世纪 80年代之前的城
市模型研究进行了系统性的总结，并对以早期 LUTI模型为代表的大规模城市模型的科学性和
应用性提出了批评。Lee 在该文中提出早期大规模城市模型由于对城市系统复杂性的盲目追求，
忽略了模拟广度和精度的平衡；加之城市数据、建模成本和计算能力的限制，难以促进规划理

论研究和行业实践。虽然该文对早期城市模型的研究作出了消极的评价，但以 Michael Batty，
Michael Wegener和 Macial Echenique等为代表的国外城市模型学者通过此后 30多年的城市模
型研究和应用实践证明，应用城市模型在城市研究与实践领域仍然具有重要意义。1994年，
Lee 再次撰文“大规模城市模型回顾18”，对“安魂曲”后 20 年的城市模型发展进行了回顾。
如果说“安眠曲”一文是对上文所述第一阶段的概括，那么 20年后的回顾则是对第二阶段的
总结。在这篇 20年回顾的著作中，Lee将对大规模城市模型的质疑总结为三大方面：黑箱
（black box）效应，模糊的应用领域以及对自上而下规划体制的依赖。在 Lee“回顾”一文将
近 20年后的今天，国外新型城市模型的发展在如下几个方面做出了积极的回应：1）新型城市
模型以城市大数据为背景，尊重城市发展过程中的延迟效应及不确定性，不断优化模型的内生

结构和边界条件，通过建立应用模型体系而非单一模型的方式，既利于规划政策以外生变量的

形式输入模型，也降低了单一模型的复杂程度；2）国外主流的大规模城市模型以规划政策评
估作为主要应用目标，普遍采用针对特定政策类型和目标定制模型的方法，不再盲目追求单一

模型对所有城市子系统的覆盖；3）结合国外规划权限不断地方化的政策背景，新型应用模型
着重评估规划政策在城市与区域尺度的经济、环境效应，以动态的方式模拟政策效应的反馈时

限，不断提高模型的透明度和可对比程度。在下一章节中笔者将以案例分析的方式介绍国外新

型城市模型在城市规划研究和实践中的应用。 
 

2.3. 新型城市模型典型应用案例介绍  
国外的城市模型研究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已经逐渐建立了一套成熟的基于城市模型的城市政策

评估程序，并应用于诸多实际的城市规划项目中。本文以笔者所在的英国剑桥大学建筑学院和

                                                        
17 Lee Jr, D. B. (1973). "Requiem for large-scale model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Institute of Planners[J] 39(3): 163-178. 
18 Lee, D. B. (1994). "Retrospective on large-scale urban model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J] 60(1): 
35-40. 



马丁中心的 ReVISIONS19项目为案例，介绍城市模型在城市规划政策研究中的应用。

ReVISIONS项目以英国东南部地区为案例区域，尝试建立一套整合的城市模型体系，涵盖城
市经济、土地、建筑、能源、交通、环境（空气质量、水资源、固体废弃物）等子系统、通过

预测人类活动与城市空间、基础设施之间的供需关系，对城市空间规划和基础设施规划的可持

续性进行评价和优化。图 4介绍了 ReVISIONS项目中建立的整合性模型框架。 
 

 
图  4 ReVISIONS项目中的城市模型整合框架  (Echenique和 Hargreaves, 2012)20 

图 4中部的灰色区域为城市经济、社会生活所涉及的基础产品和服务，左侧为由城市环境、能
源、交通技术子模型驱动的供给模拟模型，右侧为由城市空间区位选择模型驱动的需求模拟模

型。整个模型体系以宏观经济、进出口、公共投资政策的初始输入，将不同类型的空间规划及

基础设施策略作为政策参数，利用基于投入产出分析的空间均衡模型对城市经济、社会活动的

空间区位进行预测，同时估算对城市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另一方面，技术选择模型结合城市的

区域环境属性，以技术策略作为政策参数，预测城市基础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能力。供给限制条

件以经济成本和环境成本的形式反馈至区位选择模型，进而指导城市空间规划和基础设施策略

的制定。考虑到空间政策作为城市规划研究的主体，本节下文主要介绍空间区位选择模型在城

市经济、社会活动需求模拟中的应用， 即图 4所示模型框架中的右侧部分。 
 
在 ReVISIONS项目中，按照英国郡（shire）级别的行政区划，整个案例区域被划分若干个模
型区域单元（zone）。在市场划分上，参照国民经济投入产出表的划分方法，将城市市场划分
为 7个产业类型：农业与采矿业，制造、水电燃气与建造业，批发与汽车、燃料销售业，房地
产，国防、教育与医疗，零售、宾馆与餐饮业，商业服务业。城市空间均衡模型以宏观 GDP
预测作为输入，以国民经济投入产出表所揭示的城市生产模式为依据，对上述 7个城市产业在
2012年至 2030年的发展及空间分布进行预测。模型以所有产业、政策均维持现有模式作为基
准情景（baseline scenario），通过调整政策参数，预测不同城市规划策略影响下的政策情景。
ReVISIONS项目基准情景的部分预测结果见图 5-7。 
 

                                                        
19 ReVISIONS项目 (Regional Visions of Integrated Sustainable Infrastructure Optimised for Neighbourhoods) 由英国工程
与自然科学研究理事会 (EPSRC) 资助 (2008-2012)，项目负责人为剑桥大学建筑学院的 Macial Echenique教授，其
研究团队由剑桥大学、利兹大学、纽卡斯尔大学等七所英国大学联合组成。项目网站：

http://www.regionalvisions.ac.uk/。 
20 本节中其他 ReVISIONS项目的图片资料均来自于 Echenique和 Hargreaves (2012)。 



 
图  5 基准情景各产业就业岗位数量预测  

 

 
图  6 2012年各产业就业岗位及工资收入空间分布  

 



 
图  7 基准情景 2030年各产业就业与工资收入增长的空间分布预测  

在完成基准情景的预测后，ReVISIONS项目对另外两种城市空间规划策略分别进行了模拟评
估，即高密度、紧凑型的空间策略（以提高现有城市开发密度的方式限制城市建设用地的扩张）

和完全以市场为导向的空间策略（无行政干预）。在这两种不同城市空间策略的作用下，案例

区域在 2030年城市非工业建设用地面积和土地租金的模拟结果参见图 8和图 9。 
 

 
图  8 城市空间政策情景比较—城市非工业建设用地面积  



 
图  9 城市空间政策情景比较—非工业用地单位面积年均租金改变值  

在模拟城市经济、社会活动需求的同时，技术选择模型从供给端，对不同的环境、能源、交通

技术策略进行模拟评价。典型的技术策略包括新能源发电、热电连供（CHP）、地源/水源热
泵、电动汽车等。相较于宏观的城市活动需求模拟，技术选择模型需要考虑区域特有的空间、

环境属性，因此常具有较为精细的空间模拟精度（例如城市组团尺度）。由技术选择模型生成

的可持续性指标，例如碳排放、能源消耗总量、空气污染物及固体废弃物总量、城市洪水风险

等级等，将作为参照指标指导城市空间与基础设施规划。由于 ReVISIONS项目尚处于项目总
结阶段，因此对项目的最终结论在此不展开谈论。 
 
ReVISIONS项目所体现的以宏观空间均衡模型为核心、整合微观环境、能源、交通模拟的规
划政策评价方法，是国外新型城市模型应用的典型代表。这类以应用模型体系取代传统单一大

规模城市模型的方法，具有如下特点：1）以经济均衡模型为核心的城市模型体系为各种政策
评价指标提供的统一的经济学度量，利于将区域政策评估与上位规划和宏观政策相衔接；2）
将需要较高空间精度的微观模拟，例如能耗、污染模拟等，从宏观模型中剥离出来，既能简化

主体模型的复杂程度，又能提高微观模型对特定系统的模拟精度；3）通过建立具有信息反馈
机制的模型框架，不同学科的研究者能够在统一的数据平台上对规划政策的综合效应作出量化

评估，有助于缓解模型的边界效应。 
 
3. 在中国应用城市模型的意义和挑战  

3.1. 城市模型在规划研究与实践中的意义  
传统的城市量化研究方法大多属于实证研究，通过观察或案例调研获得数据，然后提出并验证

理论假设。由于实证研究强调数据与结论的直接对应关系，因而在研究单一、具体的城市问题

时，具有较强的因果解释能力。但城市本身作为一个复杂的层次系统， 观察者通过传统实证
方法得到的证据往往受到观察层级和观察者立场的影响，许多被观察到的现象及问题中嵌套了

多层次系统的相互作用。参照国外城市规划研究的发展轨迹，这场以城市数据为基础的系统量

化分析取代以往单一城市系统的定性分析、以城市模型体系取代单一模型的规划研究方法变革，

是我国城市规划研究发展的必然趋势。 
 
值得强调的是，考虑到城市系统本身的复杂性和规划政策制定所涉及的复杂决策环境，城市总

体规划的行为本质并非一个完全理性寻求最优解的过程。在面对复杂城市问题时，决策者通过



连续的有限比较（successive limited comparisons）方法来做出有限理性的选择 (Simon, 1957)。
面对城市规划在行为学上非完全理性的定义，城市规划的科学性曾引发国内众多学者的讨论

(石楠, 2003; 邹德慈, 2003; 邹兵, 2005)。在无法实现完全信息和完全理性的条件下，城市规划
的科学性在于规避城市发展的潜在风险，提高城市对于不确定的社会经济发展的适应能力。城

市模型作为对城市系统的抽象模拟，其有限的模型边界尚不足以为决策者提供规划政策的“最

优解”，但却可以通过预测政策的潜在风险告诉决策者不做什么。面对国内强烈的城市发展和

土地需求矛盾、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以及各种社会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城市模型可以帮助决

策者在政策实施之前对政策的多种预期情景进行分析比较，从而规避政策的潜在风险，在决策

层面实现政策优化。 
 

3.2. 城市模型与现有规划编制体系的整合  
考虑到国内规划政策制定所涉及的复杂决策环境，如何找寻城市模型与现有规划编制体系的接

合点成为模型应用所面临的一大挑战。图 10描述了国内主要规划编制类型所涵盖的时间跨度
和信息密度：城市发展战略规划从宏观的社会经济发展、区域关系及环境资源特点的角度，以

较长的时间跨度制定城市的空间发展战略，是保证后续总体规划和控制性规划合理性的前提；

而总体规划和控制性规划随着政策时间跨度的不断缩减，所反映的规划信息密度也在不断增加，

其中控制性规划或近期规划从当前可确定的目标和需求出发，制定具有现实操作性的实施规划，

完成由规划向现实的转变。 
 

 
图  10 不同规划编制类型所包含的时间跨度和信息密度21  

从城市模型应用的角度来说，理想的城市模型应该既能预测的精细（信息密度高），又能预测

的长远（时间跨度长），以实现完全理性的城市规划决策；但在规划实践中，这种理想的规划

模式并不具备可操作性。考虑到国内规划编制和城市数据的实际情况，城市模型现阶段可能的

应用方式是首先逐步建立适用于模型量化研究的城市数据库，在城市发展战略规划阶段，对大

空间尺度规划战略的社会、经济、环境影响进行预评估，以规避潜在的发展战略偏差和风险，

保证后续规划的合理性；随着大数据模型的进一步发展和成熟，高精度的城市微观模型可以为

城市控制性规划或近期规划的编制提供直接的信息支持，最终实现城市模型体系对规划全过程、

全类型的决策辅助。 
 

                                                        
21 改编自 Lee (1994)。 



 
4. 结语  
城市模型作为一种城市量化研究方法，历经数十年的发展，在国外城市规划研究和实践领域具

有广泛的应用。在研究领域，城市模型为理解城市的系统结构和各子系统的运行机制提供了有

效的理论和技术支持，有助于城市研究者们深入挖掘各系统层级的城市活动与城市空间结构之

间的紧密关联，拓展传统城市空间研究的内涵；在实践领域，城市模型被广泛应用于规划政策

的社会、经济、环境影响评估，其中以经济学为核心理论的空间均衡模型经过数十年的研究与

应用，现已成为国外规划政策模型的代表。 
 
在中国城市发展向集约化、定量化和科学化方向转变的宏观背景下，城市模型具有广阔的研究

和应用前景。虽然城市模型在国内的应用受到数据、体系制度和介绍推广等诸多挑战，但已经

有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开始尝试城市模型的中国化研究。例如正在进行中的、由中国清华大学、

美国麻省理工大学与英国剑桥大学联合主持的“低碳城市（Low Carbon City）”研究项目，希
望借鉴国外成熟的城市模型研究体系，以中国京津冀城市圈为案例，建立符合国内政策环境与

市场特征的大尺度城市空间政策模型。其主要研究方向包括：1）交通基础设施（例如新建机
场、城际高铁）对区域经济生产力的影响；2）城市能源、资源、环境政策对城市市场的影响；
3）北京保障性住房选址研究；4）城市周边土地产权置换方式研究。该科研项目以 SCGE类
型的空间均衡模型为主要技术工具 (Jin, Echenique等, 2013)，将依据现有的统计普查数据建立
与模型相匹配的城市数据库；针对国内具体的政策编制方法与土地开发模式，建立定制化的行

为模型，并对模型关键参数进行校调，以期建立一套基于城市模型的政策量化评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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